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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貌特征的青藏高原边缘泥石流沟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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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地形急变带受构造运动、极端降水等因素的影响，呈现泥石流高发、群发的特

点。对泥石流沟地貌特征的科学分类有利于探索泥石流发生机制、确定防治对策，对山区防灾

减灾和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青藏高原边缘7个泥石流高发流域为研究对象，开展地

貌测量和统计分析。通过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将泥石流沟分为3种类型：I型是基岩下切区暴

雨型泥石流；II型是基岩下切区冰川融水型泥石流；III型是沉积盆地下切区暴雨型泥石流。通

过Kruskal-Wallis检验进一步分析3类泥石流沟地貌差异性，从地质、地貌与气候等方面探讨了

3类泥石流沟的松散物来源与水沙输移特性。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II型泥石流的活跃性将增

大；随着极端降雨频率的增加，I型和 III型泥石流活跃性也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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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泥石流是山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大规模破坏山区城镇基础设施，甚至威胁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泥石流的防灾减灾是美丽山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有效服务泥石流的
防治工作，学者从泥石流的灾害风险评价及灾害防治原理和技术方面开展了大量调查与
研究工作。已有研究利用概率神经网络（PNN） [1]、人工神经网络（ANN） [2]、层次分析[3]

以及人工智能[4]等方法对泥石流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以减少泥石流灾害带来的损失。同
时也深入分析致灾因子与受灾体之间的关系[5]，识别受泥石流威胁的建筑物以及暴露人
群，解决人群疏散问题，研究高效管理措施[6-7]。结合对公众和资源分配的调查，培训公
众提高泥石流的灾害意识和风险感知，以降低灾害风险[8-9]，缓解危害度[10]。针对泥石流
的工程防控体系，谷坊坝系被广泛应用，其防控效果受谷坊坝的结构和配置模式，以及
泥石流的侵蚀与沉积路径、地形地貌条件等的影响[11-12]。

地貌条件决定泥石流的能量及其转化条件，同时影响着地表径流的汇流过程以及物
源的补给方式[13-14]。青藏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不断碰撞的影响，边缘剧烈隆起[15]，
断裂带与造山带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地貌条件[16]。为探索青藏高原边缘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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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类型与地貌特征的关系，本文对其东南、东北和西部的 7个典型泥石流高发流域：
怒江峡谷区（NR）、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帕隆藏布（YR）、小江（XR）、白龙江（BL）、
大河坝河（DH）、盖孜河（GZ）以及印度河上游（IR）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并针对7个
流域内382条典型沟道进行了资料收集[17]、野外观测和遥感影像解译。旨在阐明青藏高原
边缘不同流域内泥石流沟的典型特征，从地质、地貌以及气候方面对不同类型沟道的泥
石流灾害成因进行分析，为青藏高原地形急变带泥石流防灾减灾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发育了最典型的海洋性冰川，冰川融水对源区年径流量的贡献

率为11%[18]；盖孜河地处西昆仑北缘深断裂带，区域内冰碛广布，冰川融水补给量对年
径流量的贡献率为77.8%[19-20]；印度河流域上游也覆盖有大量的冰川，其冰川融水补给量
对源区年径流量的贡献率为50%[21]。冰川消融、冰湖溃决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
水源和物源条件。怒江地处横断山区强烈碰撞挤压带，在云南境内中上游形成了深切V
形河谷。白龙江位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形急变带，断裂带交错，地形切割剧
烈。小江发育在深大断裂带上，老构造错综复杂，新构造运动强烈[22]。大河坝河位于青
藏高原东北部的同德盆地，区内黄河以4 mm/a速率进行下切侵蚀，侵蚀基准面降低使黄
河支流下切侵蚀及溯源侵蚀不断发展。大河坝河在此背景下快速下切，使兴海盆地由沉
积区变为侵蚀区。兴海盆地内新生代地层发育，河相沉积物普遍分布，中下游主要以卵
石夹砂为主、覆盖较厚层黄土[23-24]。其他流域岩性主要由坚硬岩（花岗岩）及较硬岩（石
灰岩、板岩、白云岩等）组成。

青藏高原边缘强震及大震频繁（图1）。印度河上游，雅鲁藏布江中游和盖孜河的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在 0.2~0.3 g之间，小江、白龙江在 0.2 g左右，怒江流域高山峡谷段在
0.15 g左右，大河坝河在0.1 g左右。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越大，表明地震基本烈度越大。

图1 青藏高原泥石流灾害及地震的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bris flow disasters and earthquake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1374



7期 梁馨月 等：基于地貌特征的青藏高原边缘泥石流沟分类

2.2 研究方法
2.2.1 泥石流沟地貌参数 地貌参数的定性和定量统计分析与GIS结合可有效支撑地貌特征
分析[25-27]。本文采用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ASTER GDEMV2数据集作为基本地形数据，提
取影响泥石流发生的主要地貌参数。研究表明[28-31]，面积（A）、坡度（S）、主沟长度（L）、
比降（G）、高差（RA）、沟谷形状指数（Rf）、面积—高程积分值（HI）、纵剖面形态指数
（N）、沟壑密度（GD）和植被覆盖度（FVC）是影响泥石流规模和频率的主要参数（表1）。

2.2.2 泥石流差异性分析方法
（1）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
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NMDS）是一种非约束排

序的分类方法。将多维空间的研究对象简化到低维进行定位和归类，同时保留对象间原
始关系，利用欧式距离计算泥石流沟间的相异性 δij ，并将 δij 从大到小排列[32]，其具体算

法如下：

dij = ∑
k = 1

t

(Xik -Xjk)
2 , (i, j = 1, 2, …, n, i ≠ j) （1）

式中：Xik、Xjk表示泥石流沟 i、j在欧式空间的位置；t为地貌参数数量。除去泥石流本身

的相异性，一共有 m =
n(n - 1)

2
个相异性。假定 δij ≈ f (dij) 。

表1 影响泥石流发生的主要地貌参数
Tab. 1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debris flows

地貌参数

面积(A)

坡度(S)

主沟长度(L)

比降(G)

高差(RA)

沟谷形状指数(Rf)

面积—高程积分值(HI)

纵剖面形态指数(N)

沟壑密度(GD)

植被覆盖度(FVC)

公式

通过ArcGIS水文分析模块提取

S = tan-1æ
è
ç

ö
ø
÷

Hh

Lh

通过ArcGIS水文分析模块提取

G = ∆H ∆L

RA = hmax - hmin

R f = A
L2

HI =
hmean - hmin

hmax - hmin

h = H æ
è

ö
ø

l
L

N

GD = L总/A

FVC=
(NDVI -NDVIsoil)

(NDVIveg -NDVIsoil)

公式释意

面积是泥石流物源条件的反映，面积较大的沟谷有
更多滑坡、崩塌为泥石流发生提供松散物质。

Hh为岩体垂直高度；Lh为水平长度。坡度反映松散
物补给方式和汇流速度，坡度越陡，松散物越容易
启动。

主沟越长，越利于增加水量，接纳和搬运的松散碎
屑物越多。

∆H 为海拔变化； ∆L 为长度变化。比降反映沟道
演化状况，表征泥石流沟水动力条件和物质输送能
力，在一定范围内，比降越大越易爆发泥石流。

hmax和 hmin分别是流域内的最高和最低海拔；RA 表
示切口深度和地表剥蚀程度，反映流域构造活动强
度和能量条件。高差越大，越易发生泥石流。

Rf反映沟谷的汇水和水动力条件。Rf大，沟道中洪
峰流量越大，越有利松散物质的起动。

hmean表示是流域内的平均海拔。HI反映流域受侵蚀
程度，HI 越大，表明流域演化阶段越年轻，可蚀
性越大。

h 及 l：纵剖面上某点与河口的高差及距离；H 及
L：河源与河口之间的高差及水平距离；N反映泥
石流发育地貌条件，可将泥石流分为幼年期、壮年
期和老年期。

L 总为沟谷河流的总长；GD反映流域发育的完善程
度。沟壑密度越大的地区，不稳定面越多，边坡稳
定性越弱，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也越大

NDVIsoil 是裸土或者无植被覆盖区域的 NDVI；
NDVIveg是完全被植被覆盖的NDVI。通常植被覆盖
度越高，坡面越稳定。

1375



地 理 学 报 75卷

在二维空间里使用欧式距离计算泥石流沟的距离：

d̂ij = (xi - xj)
2 +(yi - yj)

2 （2）

式中：xi、xj表示二维空间中泥石流沟 i、j的 x轴坐标值；yi、yj表示二维空间中泥石流沟
i、j的y轴坐标值。

使用胁强系数Stress来衡量二维排序点拟合原始实体的优度，使二维空间内泥石流点
间距离排序与相异性指标排序尽可能保持一致。

Stress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
i = 1

n ∑
j = 1

n

(dij - d̂ij)
2

∑
i = 1

n ∑
j = 1

n

d 2
ij

1/2

（3）

Stress ≤ 0.05为拟合极好；0.05 < Stress ≤ 0.1为拟合较好；0.10 < Stress ≤ 0.2为拟合
一般；Stress > 0.2为拟合较差。上述过程在R 3.6.1中完成。

（2）Kruskal-Wallis检验
Kruskal-Wallis检验通过推断样本来自多个总体的中位数或者分布形态是否存在差异

性显著，既不要求数据来自正态分布的总体，也不要求方差齐性，适用多个水平的检
验。Kruskal-Wallis检验在SPSS 19.0软件完成。

3 结果分析

3.1 泥石流沟分布特征
泥石流沟集中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地形急变地带上。怒江流域泥石流沟分布在贡山—

泸水段，白龙江流域泥石流沟分布在舟曲—武都段，雅鲁藏布江流域泥石流沟分布在帕
隆藏布，大河坝河流域泥石流沟主要集中在河段下游。7个流域泥石流沟位于主流比降
较大区域（图2）。白龙江流域泥石流沟段位于主流纵比降5.5‰，大河坝河为11‰左右，
盖孜河为32‰，小江为12‰，怒江为4.1‰，印度河为3.5‰，雅鲁藏布江为5.1‰。雅鲁
藏布江、印度河、怒江比降相对小，但流量大（雅鲁藏布江年平均流量为 4425 m³/s[33]，
怒江雨季出境流量为 2775 m³/s[34]，印度河融雪洪峰流量可达 11300 m³/s[35]），径流功率
大，侵蚀力强，泥石流频发。
3.2 泥石流沟分类

将泥石流沟地貌参数进行相关分析后剔除比降，进行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Stress =
0.13（< 0.2），认为NMDS二维空间的拟合结果能够较准确的反映实际泥石流沟的特征信
息。泥石流地貌参数聚集为3组（图3）：I型主要为白龙江、怒江和小江流域内分布的泥
石流沟，其共同特征为基岩底质侵蚀下切严重，主要由暴雨引发，为基岩下切区暴雨型
泥石流。II型主要为雅鲁藏布江、盖孜河、印度河流域内分布的泥石流沟，其共同特征
为冰川融水为主要水源补给，为基岩下切区冰川融水型泥石流。III型主要为大河坝河流
域内分布的泥石流沟，其共同特征为沉积地貌，松散物质丰富，由暴雨引发，为沉积盆
地下切区暴雨型泥石流。
3.3 不同类型泥石流沟地貌因素差异

基于NMDS结果，对3类泥石流沟地貌参数进行了Kruskal-Wallis检验（图4a），I型
泥石流沟植被覆盖度高（0.6），面积（23 km²）、地形起伏（1830 m）、坡度（31°）都较
大，而沟壑密度小（1.6 km/km²）；II型泥石流沟面积（33 km²）、地形起伏（23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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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33°）都最大，发育阶段处于
壮年期居多（HI = 0.49）；III型泥石
流 沟 面 积 （1.3 km²）、 地 形 起 伏
（450 m）、坡度（14°）都最小，而沟
壑密度大 （2.9 km/km²）、发育阶段
处于幼年期 （HI=0.63）。3 类泥石流
沟的高差、沟壑密度与植被覆盖度差
异性显著（p < 0.05）；面积、主沟长
度、面积—高程积分值、坡度和纵剖
面形态指数等地貌参数，III 型与 I、
II型差异性显著（p < 0.05），但后两
者差异性不显著（p > 0.05）。II型与
III 型 沟 谷 形 状 差 异 性 显 著 （p <
0.05），但都与 I 型差异不显著 （p >
0.05）。II型长期遭受冰川侵蚀，沟壑
密度大，沟头逐渐呈现出圆形，以漏
斗状为主。III型物质松散，易发生下
切或溯源侵蚀，以狭长状为主。I型松散物粒径较大，漏斗状沟谷在相同降雨条件下能形
成更大的洪峰流量，因此，I型沟谷形态由 III型向 II型过渡（图4b）。

III型泥石流沟内沉积物易遭受水力侵蚀，在地貌特征上与 I、II型有很大差异。I型
与 II型泥石流沟受暴雨和冰川的侵蚀，在植被覆盖度、沟谷纵比降、沟壑密度、地形起
伏等地貌因子上表现明显差异：① II型泥石流沟海拔更高，气温更低，不适宜植被生

图3 泥石流沟在二维非度量尺度空间分布
Fig. 3 Clusters of debris flow gullies in the two-dimensional

space obtained by NMDS

图2 泥石流沟空间分布及其在主河纵剖面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bris flow gullies in the catchments and along the longitudinal profiles of the main 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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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故其植被覆盖度比 I型更低；② 冰川携带泥沙能力远大于水流，当携带相同泥沙

量，II型泥石流沟所需沟谷比降更小；③ 冰川侵蚀沟谷形成U型谷，两侧沟坡更陡，更

易产生沟壑；④ II型泥石流沟地形起伏大，利于冰川形成和融化。

实地考察 3类泥石流沟堆积扇的粒径级配（图 5a）：I型堆积扇中值粒径D50主要在

100 cm左右；II型堆积扇粒径变化范围大，D50在5~50 cm；III型堆积扇颗粒小，D50小于

1 cm。泥石流堆积扇除粒径级配有差异之外，堆积形态、规模也不尽相同（图 5c）。受

主流宽度的影响，I型堆积扇面积差异较大，如怒江河谷狭窄，泥石流堆积扇发育受到制

约，面积较小（约0.05 km²），白龙江、小江泥石流堆积扇面积较大（0.5~1 km²）、比降

差异大（50‰~300‰）。II型堆积扇比降小（80‰~180‰）、面积大（约1 km²）；III型堆

积扇比降较大（160‰~280‰）、面积较小（约 0.1 km²）。堆积扇面积能反映泥石流规模

大小。II型泥石流规模最大，如1953年古乡沟（II型）发生特大泥石流，泥沙输移量高

达2000万m³，堆积扇面积高达4 km²。

注：a图中用不同字母表示类别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图4 3类泥石流沟地貌特征
Fig. 4 Variation in morphologies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debris flow gu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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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3种泥石流堆积扇的特征
Fig. 5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types of debris flow 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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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地震不仅能引发滑坡、崩塌等灾害，还扰动边坡，使震后泥石流的临界降雨量或者
累计降雨量降低[36-39]。泥石流活动在震后5年内进入极度活跃期，10年内将处于高度活跃
期[40-41]。高强度、高频率地震为印度河上游，雅鲁藏布江中游以及盖孜河流域带来了大量
的崩塌、滑坡物源，是该地区泥石流活跃的重要原因。

构造抬升形成的地貌是泥石流发生的重要基础[42]。Hack剖面反映了河流纵剖面的整
体变化，当其为直线时，河流全河段达到动态平衡的状态[43]。Seeber[44]用标准化河长坡降
指标（SL/K）值表示岩石抗侵蚀能力和构造活动，当 SL/K ≤ 2，河流发育接近于均衡状
态，2 < SL/K ≤ 10为陡河段，SL/K >10为极陡河段。青藏高原边缘处于地壳抬升阶段，
短期内河流纵剖面形态难以达到均衡（图6）。泥石流沟主要分布在各流域构造抬升最为
活跃地段，基岩破碎，为泥石流提供了丰富的物源。跨越地形急变带的雅鲁藏布江、怒
江和印度河的SL/K >2，强烈的构造抬升使得河流比降局部变化大；受到青藏高原边缘挤
压的大河坝河、小江、盖孜河、白龙江，其SL/K在1~2之间，受构造抬升影响较小；相
比之下，远离青藏高原，未受挤压影响的辽河（LR）和淮河（HR），SL/K最大值在1左
右，河流处于均衡状态，流域发生泥石流概率小。

除构造运动，河流下切也影响着泥石流的发生。径流强度指数（SPI）是控制坡面侵
蚀的主要因素之一，反映坡脚侵蚀和河流下切作用[45]。地形湿度指数（TWI）被广泛用于
描述地形在产流区的影响和评价滑坡风险[46]。在无资料地区，SPI和TWI能帮助判断滑坡
和泥石流风险，SPI和TWI越高则发生泥石流风险越大[47]。III型泥石流沟TWI高，降雨易
使土壤饱和而引发浅层滑坡，即使其坡度低于泥石流沟典型坡度（27°~38°）（图7a）。同

注：K为均衡坡降指数，利用K对SL指数进行标准化，形成标准河流坡降指数SL/K。

图6 Hack剖面及SL/K指数
Fig. 6 Hack profiles and SL/K indices of nine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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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域内沉积物松散胶结，休止角小，细小颗粒易起动和搬运，冲击力较弱，一般不易

形成堵江危害。I型和 II型 SPI高（图 7b），粗大颗粒受重力侵蚀和水力侵蚀并被搬运至

沟口，冲击性强，甚至运动到主流堵江，造成堰塞风险。如2007年和2018年天摩沟（II

型）发生特大泥石流形成堰塞体冲断川藏公路，形成堰塞湖，而怒江云南段（I型）也形

成大量泥石流堵江堰塞湖[48]。

在中低纬度区，青藏高原拥有最大面积的冰川。冰川侵蚀会破坏岩石结构，增加冰

缝间的不稳定性，影响着土壤的侵蚀率和泥沙输移率[49]。青藏高原是气候敏感区，其气

温上升速率是全球平均气温的两倍。从 1961—2007年青藏高原有明显的增暖增湿过程，

同时极端降雨事件有明显增加[50]。近5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储量减少约20%，藏东南冰川

退缩平均40 m/a[51]。II型受气候变暖影响，冰川退缩留下大量冰碛物，导致泥石流的活跃

性增强。近年的研究表明，横断山区也呈现变暖趋势[52], 年均降水量以9 mm/10 a的速度

增加，而青藏高原东北部年降水日数微弱减少，但降水强度呈增加趋势[53]。随着区域性

降水量以及极端暴雨次数增加，I型和 III型泥石流沟发生可能性也将增加。

5 结论

本文对青藏高原边缘地形急变带典型流域的泥石流沟分布和类型进行分析，运用非

度量多维尺度方法将泥石流沟分为3类：小江，怒江，白龙江为代表的基岩下切区暴雨

型泥石流（I型）；雅鲁藏布江中游，印度河上游、盖孜河为代表的基岩下切区冰川融水

型泥石流（II型）；以大河坝河为代表的沉积盆地下切区暴雨型泥石流（III型）。I型在河

流下切和良好水沙输移特性下，由暴雨激发易形成较大规模泥石流，有堵江风险；II型

在构造抬升、地震、冰川侵蚀和良好水沙输移特性下，易形成高频率、大规模泥石流，

堵江风险高；III型松散物来源于沉积盆地，由降雨激发易形成高频率、小规模泥石流，

群发特点显著。I型和 III型泥石流随局部区域极端降雨频率的增加，活跃性也将增加。

持续强烈的构造抬升和气候变暖，冰川消融，II型泥石流的活跃性将增大。随着藏东南

图7 3类泥石流沟的水力特征
Fig. 7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types of debris flow gullies

(a. Relation between TWI and slope; b. Relation between SPI and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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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剧烈退缩和川藏铁路建设，雅鲁藏布江流域沿线泥石流易发区将成为关注重点，泥

石流的风险判识和风险评估将深入研究。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推进，大河坝河泥石

流易发区将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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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bris flow gullies
on the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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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topographic relief,
significant tectonic motion, extreme precipitation, and densely populated active debris flow
gullies. It is essential to scientifically categorize the debris flow gullies to understand their
mechanisms, prevent and mitigate debris flow disasters, and find out strategies to restore the
ecology. The present study carried out topographical measurements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seven regions on the edg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which active debris flow gullies are
concentrated. The debris flow gulli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by means of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Type I is formed by rainstorms in exposed bedrock areas, Type II is
formed by glaciers in exposed bedrock areas, and Type III is formed by rainstorms in
depositional basins. The variation in landforms of the three types is analyzed using Kruskal-
Wallis tests. The sources of loose material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flow and sediment
transport in all the three types of debris flow gullies are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geology,
topography, and climate. It is shown that the activity of Type II increases along with the
warming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activities of types I and III increase along with
the frequency of extreme rainfalls.
Keywords: Qinghai- Tibet Plateau; categorization of debris flow gullies;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Kruskal-Walli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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